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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肌理”
与“ｔｅｘｔ－ｔｅｘｔｕｒｅ”之比照

刘 方 喜

摘　要：汉语 “文—肌理 （文理）”、西语 “ｔｅｘｔ－ｔｅｘｔｕｒｅ”皆在本义上指物体的
视觉形式及其特性，转而在引申义上指文学作品的形式及其特性，并偏指听觉形式
及其特性。西方现代 “ｔｅｘｔ－ｔｅｘｔｕｒｅ”论及其相关理论，割裂了语言的形式特性与功
能特性之间的有机联系，切断文学作品与人、世界的本体关联，掩蔽了人与世界联
系的丰富性、全面性。而中国古代体用之 “合”而 “全”的理念，对此有纠偏之用。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通过 “文—肌理”与 “ｔｅｘｔ－ｔｅｘｔｕｒｅ”及其功能之比照，

准确把握中西文论文化时间上的历史性、空间上的民族性与通用性之间的关系，有
助于建构更为圆融的文学作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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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方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
研究员 （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文”是中国古代文论重要而基础的关键
词，清人翁方纲提出的 “肌理”可与 “文理”
互训，是一个与 “文”相关的关键词；ｔｅｘｔ是
西方新批评及其相关理论的重要关键词，而兰
色姆所谓ｔｅｘｔｕｒｅ是与ｔｅｘｔ相关的一个关键
词———从构词法看，词根ｔｅｘｔ与有功能、状
态等义的词缀－ｕｒｅ合成 “ｔｅｘｔ－ｕｒｅ”， “文”与
“理”合成 “文—理 （肌理）”，皆指语言篇章
的形式特性；“文”又指 “文字”，且又意近今
之所谓 “文学”，同时也包括宽泛意义上的文字
文献；西语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今常指 “文学”，又与

ｌｉｔｅｒａｌ（文字的）同源，在宽泛意义上也指文字
文献，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是个集合词，是ｔｅｘｔ的总
称；又，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同源的形容词ｌｉｔｅｒａｒｙ，与
我们古人所谓 “文言”之 “文”可以互训，皆
指文采等形式特性———本文拟在词源学与语言

本 体 论 等 层 面， 从 “比 照 ” 即 比 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互照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ｎｇ）角度，讨论

“文—文理 （肌理）”与 “ｔｅｘ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的联系和区别：比者、较者，有一较

高下的相互竞争之意，而对照、互照或相互照

亮、相互澄明则无此意———让 “比照”“互照”

成为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研究的基本立场，有

助于在中西汇通的基础上，对当前文学基础理

论中充斥着西方话语与义理的片面倾向有所矫

正———下面首先对此作简要讨论。

一、比照与互照：从语言哲学
看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的意义

宽泛地说，中西文化接触之际，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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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开始；汉语与西语互译、寻找相互匹配
的词，就已是一种 “比较”尤其是 “词”的
“比较”，比如本文所讨论的ｔｅｘｔｕｒｅ被翻译为
“肌质”，其实就已涉及这两个词及其代表的

理念的比较。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比

较”已不再仅仅只是一种 “方法”，而且关乎

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时代背景或语

境，即使不以比较为名的研究其实也是一种
“潜比较”，当然 “显比较”研究的比较意识、

时代意识更自觉。另一方面，接触、交流、

比较双方的 “位势”，会对比较本身有所影

响———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对此有切

肤之感：先行现代化的西方处于强势位置，

被强行拉入现代化的中国则处于弱势位

置———正是这种 “位势”使我们在现代化之

初出现了彻底抛弃民族文化、全盘西化的极

端倾向，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同样存在这种

极端倾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着文化发

展状况，同样也决定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
“位势”：我们今天的经济实力与西方还有差
距，但是，这种差距显然没有百年之前那么

大，这决定着我们在文化位势上处于上升态

势；而人的观念、心态等往往具有强大惯性

而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一些学者今

天依然没有摆脱文化弱势心态，正是这种惯

性和滞后性的重要体现。因此，在摆正心态

的基础上进行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将有助

于建构起与我们今天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匹

配的文论话语、理论、学科体系。

当前文论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忽视西

方文论的民族性、历史性而过分夸大其 “通

用性” （ｇｅｎｅｒａｌ），同时过分强调中国文论尤

其古代文论的民族性、历史性而贬低其通用

性。比如在今天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偶或被征

引的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往往也只被当作西

方 “通用”理论的例证或注解———这在当今

流行的 “文学通论”或 “文学原理”类教材

中有突出体现。 《圣经·旧约·创世纪》 “巴

别塔”寓言揭示了有关人类语言完全 “通用
性”设想的虚妄性，人类已有文明史的基本

事实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同地域空间产

生了不同的民族语言，而语言的多民族性恰
恰体现了人类语言和文化整体的丰富性，堪

比我们这个星球上生物的多样性。这些语言

不可完全 “通约”，基于此， “中西文化不可

通约”一度成为我们学界的一种流行说法，

而我们的人文学者往往忽视了 “约”这个数

学术语的基本涵义：完全相等的两个数之间

不需要 “约”，两个不相等的数之间，既可能

不存在 “约数”，也可能存在 “约数”，而这

些 “约数”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直
至 “最大公约数”———移之以论中西文化比

较：两者完全等同，则不需要进行比较；两

者之间不存在任何 “约数”，则无法进行比

较，最大的可能是：中西文化存在 “约数”，

而且不是一个 “约数”，中西比较的目的就是

探寻这些 “约数”并努力追求 “最大公约

数”———而所谓 “文化”与 “数”之间的不

同之处在于：两个数的公约数是确定不变的，

而 “文化”更像生物体，是不断变化、发育

的，具有时间上的历史性，因此，两种文化
之间的公约数就不是恒定不变的。

尽管 “巴别塔”寓言揭示了有关 “通用

语言”设想的虚妄性或僭越性，但是这种虚

妄、僭越又始终存在于西方文明发展史中：

在 《旧约》传承脉络中 “希伯来语”是 “上

帝的语言”，在 《新约》传承脉络中 “罗马

语”等成为 “上帝的语言”———最终结果是：

西方语言更接近 “通用语言”，而基督教是
“通用宗教”，由此就形成了 “西方中心论”

或 “西方文化霸权”。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可

以宣称汉语更接近 “通用语言”，这是一种博

弈策略，但是，我们也可以采取 “以子之矛

刺子之盾”的策略，回到 “巴别塔”寓言所

揭示的任何一种语言不可能具有完全通用性

的理论预设上来。

反对将中国古代文论关键词运用于当代

文学理论，或反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

一个常见依据或口实是：历史阶段或时代不

同———比如，西方新批评ｔｅｘｔ论是一种 “现
代”理论，而我们古人的 “文”论则是一种
“前现代”或 “传统”理论，两者就不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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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这种论调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
忽视了一个命题或关键词的理论意义，既具

有反映文学发展特定阶段特殊规律的历史性，

但同时也具有反映文学发展一般规律的超历

史性或 “通用性”———在此意义上， “文”与

ｔｅｘｔ就可以在基础理论的层面上进行比较；二

是在所谓 “文学通论”或 “文学原理”类教

材中，可以征引 “前现代”的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之语，但却不能征引我们的老子、孔

子之语，如此等等———这骨子里存在的其实
还是西方中心论。与此相关，在亚里士多德

的 《诗学》之后西方还不断出现体系性较强

的文论专著；中国早期也有体系性较强的
《文心雕龙》，但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了，而只

有不成体系的吉光片羽之类的诗话等———如

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古人根本就没有对文

学整体性、系统性的看法而不具通用性，则

未免厚诬古人。某个时代某个古人的诗话或

许不存在什么体系，但是，历代诸多诗论家

诗话综合在一起，必然会呈现出我们古人对
诗歌整体性、系统性的看法，或者说必然存

在某种 “潜体系”———在充分占有、运用原

始文献基础上将这种 “潜体系”揭示出来而

使之成为 “显体系”，正是古代文论的现代研

究的任务之一，也是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前

提之一。

过分贬低中国古代文论的通用性而过分

夸大其历史性的倾向，又集中体现在这样的

认知上：古代文论或许可以阐释古代文学实
践，但无法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实践，更无法

阐释西方文学实践———对此可以从历史角度、

在不同层面上加以辨析。广义的文学活动包

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方面，

历史地看，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在这

三个方面或层面都一度存在 “西化”倾向，

但在进一步发展中，这种倾向也有所矫正，

中国民族文化尤其民族语言的特色越来越被

重视并发挥越来越大作用———这又首先体现

在文学创作中：作为 “语言的艺术”，中国现
代文学的基本载体是现代汉语白话，它受到

了西方语言尤其是翻译语言的影响，从而形

成所谓 “欧化”倾向，但同时也必然受到古
代汉语白话、文言的影响，并且在进一步发

展中，一些作家开始注意自觉吸收古代白话

乃至文言的文化滋养，重视对汉语本身表现

力的开掘———这在一些当代作家创作中也有

所体现，但毋庸讳言的是，由于种种历史原

因尤其由于现代传统的惯性，当代作家在汉

语表现力上很难说已达到纯熟境界，语言表

达形式上的欧化、粗糙等特性还不同程度地

存在，在创作基本理念上西化色彩依然很浓。

与之相比，文学批评在话语、理论上的西化

色彩更浓，为此辩护的理由是：既然中国现

代文学是在西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与之匹

配的批评话语只能是西方的。再进一步，各

类文学原理教材中也主要充斥着西方理论话

语。推动文学的中国化、民族化，需要这三

个层面的活动同时调整进而协同发展：如果

说今天的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尚不能为当

代文学批评直接输送中国话语的话，在文学

基本原理层面重视古代文论中那些相对具有

超历史性的话语、理论的研究和提炼，应是

一个突破点———但是，这种研究如果想在理

论上获得一定有效性，就只能在与西方相关

话语、关键词和理论的比较中进行———这也

正是 “比较”的意义之一，本文有关 “文—

文理 （肌理）”与ｔｅｘｔ－ｔｅｘｔｕｒｅ及其功能等方

面的比照，就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二、词源学比照：
“文”与ｔｅｘ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ｅｘｔ一般翻译为 “文本”或 “本文”，但

是ｔｅｘｔ本身并无 “本”或 “本体”之意，与

ｗｏｒｋｓ（作品）所指对象是一样的，而新批

评、结构主义文论在表述中用 ｔｅｘｔ代替

ｗｏｒｋｓ，确有强调以作品为 “本”而不必过度

关注作品与作者联系的意思，故将其翻译为
“文本”确实更能传达新批评、结构主义的基

本理念。但是，“本”毕竟只是中译者附加给

ｔｅｘｔ之 “言”外之意，是 “意译”，若 “直译”

或从字面意思看，可与ｔｅｘｔ互译、互训的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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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只是 “文”。下面首先对ｔｅｘ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与
“文”及其相关词作一词源学考辨和比照。

其一，首先看ｔｅｘｔ：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ｏｒｄｉｎｇ
ｏｆ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ｗｏｒｋ”；① 借自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　ｆｒｏｍ）

拉丁语、古法语，其义为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ｙ－
ｔｈｉｎｇ　ｗｒｉｔｔｅｎ”，但这是引申义，而其原初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本义则是ｔｈｉｎｇ　ｗｏｖｅｎ，即现代英

语ｔｅｘｔｉｌｅ（编织物）所指的涵义，然后又由编

织的技艺引申为其他技艺，最后才指与文字
（ｗｏｒｄ）编织技巧相关的编织物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ｗｒｉｔｔｅｎ）。作为兰色姆批评理论关 键词的

ｔｅｘｔｕｒｅ也借自法语、拉丁语，“ｆｒｏｍ　ｔｅｘｔ－”“ｓｅｅ

ＴＥＸＴ：ｆｏｒ　ｓｕｆｆｉｘ　ＳＥＥ－ＵＲＥ”，由词根ｔｅｘｔ与词

缀 （ｓｕｆｆｉｘ）－ｕｒｅ合成：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ａ　ｗｏｖｅｎ　ｆａｂｒｉｃ　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　１６８５，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ｉｎ　１６１１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ｇｕ－
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ｅ，ｏｒ　ｑｕａｌｉ－
ｔｙ”。②ｔｅｘｔｕｒｅ本义是指人的编织物的形式结

构特性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后来才引申、

泛指其他人造物直至文字编织物ｔｅｘｔ的形式
结构特性。

其二，再看 “文”。许慎释 “文”为 “错

画也”“象交文”，段玉裁云：“错当作 ‘逪’，

逪画者， 逪之画也。《考工记》曰：‘青赤谓

之文。’逪画之一耑也。逪画者，文之本义。

彣彰者，彣之本义。义不同也。‘黄帝之史仓

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

初造书契。’ ‘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像

两纹交互也。纹者，文之俗字。”③ “彣”“纹”

是 “文”的本义，正如西语ｔｅｘｔｉｌｅ （编织物）

是ｔｅｘｔ的本义，至少由两种线状或条状物才

能编织而成，也存在 “错画” “交文”或 “两

纹交互”特征，ｔｅｘｔ与 “文 （纹）”可互训、

互译。再看 “文理”，许慎释 “理”为 “治玉

也”，段玉裁云：“《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

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此为 “本义”，

“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

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申之

义也”，“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

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④ ———

“理”作动词指 “治”，作名词则指 “纹理”，

分而论之，ｔｅｘｔ－ｕｒｅ是由词根ｔｅｘｔ与词缀－ｕｒｅ
合成，“文—理”由 “文”与 “理”合成，指
“文”之 “（纹）理”，“有条而不紊”也当是

ｔｅｘｔ的形式结构特性，故 “文 （纹）理”可与

ｔｅｘｔｕｒｅ互训、互译。 “在物之质曰肌理”，翁
方纲标榜的 “肌理”也可与 “文理”互训，

作为 “物之质 （ｑｕａｌｉｔｙ）”的 “肌理”也可与
相对于 “文”的 “质”互训。从文字及其涵
义演化史看，“文”的涵义越来越被扩展而不
再局限于其本义，才新造 “纹”字来标示
“文”的本义；同样，也正是由于ｔｅｘｔ的涵义
越来越被扩展而不再局限于其本义，才新造

ｔｅｘｔｉｌｅ词 来 标 示 ｔｅｘｔ 的 本 义——— 而 汉 语
“文”、西语ｔｅｘｔ后来又越来越主要指语言篇
章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其三，从词源看，“文”又可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互训、互译：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借自拉丁语，意为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意 为
“ｆｉｎ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
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ｏｅｔｒｙ，ｐｒｏｓｅ，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ｍａ．Ｉｎ　ａｎ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ｕｓｅ，ｉｔ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ｓ
ａｌｓｏ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⑤ “纯文学” （ｆｉｎ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在西方也只是１８世纪以来才形成的
一个概念，而作为ｗｒｉｔｉｎｇｓ———因而与ｔｅｘｔ同
义———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不仅是 “广义”（ｉｎ　ａｎ　ｅｘ－

ｐａｎｄｅｄ　ｕｓｅ）而且也是 “本义”上的 “文学”

的基 本 涵 义。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同 源 的 形 容 词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属于）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ａｌ－

ｐｈａｂｅｔ，ｌａｔｅｒ，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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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波尔蒂克编： 《牛津文学术语词典》，上海：
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２４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Ｂａｒｎｈａｒｔ，Ｔｈｅ　Ｂａｒｎｈａｒｔ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Ｈ．Ｗ．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８，ｐ．１１２９。
许慎撰，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南京：
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７４４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第

２５页。

Ｍ．Ｈ．Ａｂｒａｍｓ，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Ｇａｌｔ　Ｈａｒｐｈａｍ，Ａ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ｒｍｓ，Ｂｏｓｔｏｎ：Ｗａｄ－
ｓｗｏｒｔ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２，ｐ．１９９．



词根ｌｅｔｔｅｒ与词缀－ａｒｙ的合成词①———总之，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本义是泛指一切由文字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构成的篇章，而ｌｉｔｅｒａｒｙ描述的是

这种篇章的形式特性。

与ｔｅｘｔ本指编织物而后来主要指文字编

织物 （ｗｒｉｔｉｎｇ）大致一样， “文”本指一切
“错画”“交互”之 “纹”，后来也指文字及其

编织物。许慎释 “字”为 “乳也”，段玉裁

云：“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引申之为抚

字，亦引申之为文字”；许慎 “叙”云： “仓

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

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

字者，言 孳 乳 而 寖 多 也。著 于 竹 帛 谓 之

书”——— “文”本义指世间一切 “物象”之
“纹”， “字”与 “文”本义皆非指 “文字”，

“文字”是引申义；许慎释 “言”为 “直言曰

言，论难曰语。从口 声”，② 即今之所谓口

头语言，而 “著于竹帛”之 “书”则指书面
语言，即西语之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再从语言单位看，西语字母构成词，词

构成句，句构成篇章即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ｔｅｘｔ或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汉语字词构成句，句构成的篇即
“文”———在此意义上， “文”可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互训、互译。细加分析，ｔｅｘｔ首先指单篇语言

作品，而许多ｔｅｘｔ集合在一起即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集合名词）；而 “文”既可指单篇语言作品，

也可指许多单篇 “文”集合在一起的 “文”

即今之所谓文字文献 （集合名词）。在此意义

上，“文”又可与ｔｅｘｔ互训、互译，并且两者

原初本义皆非指语言篇章，后来又皆引申作

语言篇章。

三、语言形式特性比照：
“肌理”与ｔｅｘｔｕ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

作为名词的 “文”与ｔｅｘ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可

互训、互 译，而 作 为 形 容 词 的 “文”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作为形容词性名词的 “肌理 （文

理）”与ｔｅｘｔｕ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也大抵可互训，

皆指语言篇章的形式特性，并且都特别与声

音结构形式特性相关。

其一， “文”、ｔｅｘｔｕｒｅ皆与声音形式特性

相关。ｔｅｘｔｕｒｅ：“ａ　ｔｅｒｍ　ｕｓｅｄ　ｉｎ　ｓｏｍ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Ｎｅｗ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ｔｏ　ｄｅｓ－
ｉｇｎａｔｅ　ｔｈｏｓ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ａ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ａ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ｓ－

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ｏｕｎｄ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ａ　ｐｏｅｍ”。③ 魏晋南北朝有 “文”“笔”

之辨，《文心雕龙》之 《总术》篇有 “无韵者笔

也，有韵者文也”之说，“文”不同于 “笔”的

重要特性之一正在 “韵”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ｏｕｎｄｓ），

而 “笔”则只是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ａ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陈述性结构或抽象讨

论）。翁方纲云：“《记》曰 ‘变成方谓之音’，

‘方’者，音之应节也，其节即格调也；又曰
‘声成文谓之音’，‘文’者，音之成章也，其

章即格调也。”（《格调论上》）④ “音”是 “成

文”之 “声”，反之，“声”则是未成文之 “音”，

故可将语言的 “声文”功能概括为 “成音”

功能——— “文”的本义指诉诸视觉器官的
“形”之 “文”即刘勰所谓的 “形文”，而后

来却更多指诉诸听觉器官的 “声文”，亦如西

语ｔｅｘｔ本来诉诸视觉，而ｔｅｘｔ－ｕｒｅ却主要诉

诸听觉 （ｓｏｕｎｄ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ａ　ｐｏｅｍ）———清人黄

承吉对此解释道：“又疑 ‘文’者，可见之

迹，‘声’非可见，何以成文而始谓之音？及

反复求之乃知，‘文’不过经纬二字之谓，非

经纬不得为 ‘文’，即凡物必有经纬，故 《系

辞》云 ‘物相杂谓之文’，言交错也；《说文》

曰 ‘文错画也象交文’，亦言交错也。交错

者，一从 （纵）一横，即经纬也。经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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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统于虚实而言之，是以 ‘声’不可见而亦谓
之 ‘文’也”① ———以经纬、纵横描述 “文”

更可见与ｔｅｘｔ、ｔｅｘｔｕｒｅ的本义相近，本关乎

视觉的词语后来又用于描述关乎听觉的声音

形式特性，大抵与所谓 “通感”有关。

ｔｅｘｔｕｒｅ在指ｔｅｘｔ的形式特性的意义上是个

形容词性的名词，同样，“文”在指形式结构特

性的意义上也是个形容词性的名词，即 “言之

无文，行而不远”之 “文”，可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互训、

互译，而Ａ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ｒｍｓ在解释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 （形式主义）时指出： “Ｔｈｅ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ｓ　ｌａｗｓ　ａｒｅ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ｍａｌｉｓｔｓ　ｃａｌ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② ———此 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
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大致同义，一般中译作 “文学性”。

因此，ｔｅｘｔｕ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与 “文”皆包含

具有文采、修辞性等方面的意思而可以互训、

互译。我们古人称具有文采之言为 “文言”，

与 之 相 对 的 “直 言 ” 即 西 人 所 谓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ａ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ｒｇｕ－
ｍｅｎｔ”，皆指非修辞性、不具文采的语言

表述。

其二， “肌理”说是翁方纲针对明代以

来形成的 “格调”“神韵”“性灵”等诗学理

论提出的。 “诗之坏于格调也，自明李、何

辈误之也。李、何、王、李之徒，泥于格调

而伪体出焉。非格调之病也，泥格调者病之

也” （《格调论上》）———翁方纲并不反对
“格调”，反对的是 “泥”，若能不拘泥，则
“其实格调即神韵也”（《神韵论上》），格调

与神韵并非二元对立。 “今人误执神韵，似

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见，欲以肌理之说实

之，其实肌理亦即神韵也”（《神韵论上》）；

“神韵者以心声言之也，心声也者，谁之心

声哉？吾故曰先于肌理求之也” （《神韵论

中》）。过 分 强 调 “神 韵”容 易 蹈 “虚”，

“肌理”则可 “实”之，而在虚实相生的意

义上的， “肌理亦即神韵”，两者也非二元
对立。

翁方纲指出：“《记》曰：‘声相应，故生

变；变成方，谓之音。’又曰： ‘声成文，谓
之音。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此数言者，千
万世之诗视此矣。学古有获者，日览千百家
之诗可也。惟是检之于密理，约之于肌理，

则窃欲隅举焉”（《志言集序》）。“肌理”并
不尽指声音，但 “音”之 “理”乃是 “肌理”

的要义之一。翁方纲还对杜甫 “熟精 《文选》

理”之 “理”字进行了辨析： “若白沙、定山
之为 《击壤》派也，则直言理耳，非诗之言
理也”，“理者，治玉也，字从玉，从里声。其
在于人，则肌理也；其在于乐，则条理也”，
“天下未有舍理而言文者”，“未免歧视理与词
为二途者，则不善学者之过也。而矫之者又
或直以理路为诗”（《杜诗 “熟精 〈文选〉理”
“理”字说》），而 “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

即肌理之理也”（《志言集序》），广义上 “肌
理”与 “义理”“文理”“（音乐之）条理”可
以互训，而狭义的 “义理”则指 “直言”之
“理”，而此 “理”非诗之 “理”。

翁方纲还在诗与文之异上辨析了 “肌理”

的内涵：“诗之于文辞，又其谐之声律者”
（《志言集序》），而 “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
求其实际”（《延晖阁集序》），诗之 “声律”

的 “肌理”乃是 “文”所不具备的，“《尚书》

之文直陈其事，而 《诗》以理之。直陈其事
者，非直言之所能理，故必雅丽而后能理之”
（《韩诗雅丽理训诰理字说》）， 《诗》之 “雅
丽”而 “言之有文”，是 《尚书》 “直陈其事”

之言所没有的。

其三，ｔｅｘｔｕｒｅ论，是兰色姆针对所谓
“心理学”“历史学” “伦理学” “逻辑学”批
评诗学理论提出的。一般把ｔｅｘｔｕｒｅ翻译为
“肌质”，已可略见其在互译、比照中与翁方
纲所谓 “肌理”的关联。翁方纲是相对于
“神韵”说、 “格调”说以及 “性灵”说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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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的 “肌理”说的：性灵派颇接近所谓
“心理学的诗论”，而 “伦理学的诗论”或被

称为 “概念的诗歌”的 “柏拉图式的诗歌”①

等，则颇接近翁方纲所不认同的 “《击壤》

派”。兰色姆在作品论上提出 “事物诗”，而
“事物对抗概念”就是 “意象对抗概念”，可

见，所谓 “事物诗”略近所谓 “意象诗”；使

用 “隐喻”的是 “玄学诗”；“‘纯诗’有着精

心设 计 的 韵 律，而 意 象 主 义 则 是 自 由

诗”② ———总之，“纯诗”偏以 “韵律”取胜，
“意象诗” “玄言诗”等偏以 “意象” “比喻”

“隐喻”等取胜。

兰色 姆 同 样 在 诗 与 文 之 异 上 辨 析 了

ｔｅｘｔｕｒｅ的内涵：诗歌是散文＋Ｘ，而这个 Ｘ
就是ｔｅｘｔｕｒｅ：“一首诗有一个逻辑的构架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有它各部分的肌质 （Ｔｅｘｔｕｒｅ）。

这两个名词曾在文学批评里实际使用过，但

是没有系统地使用过。”③ “与散文语篇放在一

起，诗歌总让我们一眼就令人信服地看出它

们二者的不同”，这种 “不同”既不在 “道德
说教”和 “情感、感受力或 ‘表现’”，也不

在 “一首诗所特有的结构”，因为这种 “结

构”本身就是 “诗歌的散文释义”，是 “任何

性质的逻辑话语”，ｔｅｘｔｕｒｅ才是 “使诗歌有别

于散文的东西。”④ 这大致可以与翁方纲所说

的 “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互释，

或者说，这种区别于散文的ｔｅｘｔｕｒｅ与 “肌

理”大致可以互训。具体地看，“科学话语的

有效性部分依赖于它在语义上的单纯”；而诗
歌话语则不那么单纯，诗歌可以 “通过文字

编织的话语像一幅画一样很容易地将图像呈

现给读者”， “诗人运用语言的技巧使文字得

以超越其符号或限定功能，成为想象或激发

意象的工具”；现代派诗人 “并不热衷于格

律”而 “创造出了绚丽多姿的意象”， “众多

拥挤的意象之间通常也缺乏逻辑关联。结果

呈现的是一种浓密的本体特征”⑤ ———能使诗

歌具有 “本体特征”的 “意象”，当是诗歌

ｔｅｘｔｕｒｅ的重要体现之一，但兰色姆没有特别
强调这一点，而是主要强调ｔｅｘｔｕｒｅ与 “格

律”的关联。

兰色姆指出：“如果我们独立地审视语音
效果本身，我们就会发现，诗人努力在自己
的格律 （也即规整的语音结构）中开发属于
自身的肌质，这种肌质由格律的变异构成”；
“诗人对格律变化的热衷其实与意义无关，他
觉得，作为与声音结构相匹配的声音肌质，
格律变化至关重要”， “语音的和谐是诗歌在
语音维度上进行肌质提升的最后一道工序”。⑥

而兰色姆本人似乎也强调 “声音肌质”与
“意义”的关联性： “格律与意义的动态互动
过程就是诗歌的全部有机活动，它包含了诗
歌所有的重要特征”；互动意味着相互适应：
“意义必须适应格律，于是就产生了意义中的
肌质，而格律必须适应意义，又产生了格律
中的肌质”，“语音效果多少充当意义的肌质。

它为意义增加一种本体性的内容”⑦ ——— “格
律”可以呈现ｔｅｘｔｕｒｅ，“意义”也可以具有ｔｅｘ－
ｔｕｒｅ，兰色姆试图克服 “意义”与ｔｅｘｔｕｒｅ的二
元对立，但在一些论述中，他实际上又将两者
二元对立起来；而翁方纲在相关论述中也没有
具体分析 “肌理”与 “直言”之 “理”的联系
和区别。因此，理清有关 “肌理”、ｔｅｘｔｕ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的语言形式特性论的内涵，需要结
合功能特性进行。

四、声、象、事、义：
“文”与ｔｅｘｔ之语言形式功能比照

“文—文理 （肌理）”与ｔｅｘｔ－ｔｅｘｔｕｒｅ或

·９７·

“文—肌理”与 “ｔｅｘｔ－ｔｅｘｔｕｒｅ”之比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８５、５３页。
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４９、６３、

５２页。
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９４页。
约翰·克罗·兰色姆： 《新批评》，王腊宝、
张哲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约翰·克罗·兰色姆： 《新批评》，第１７６、

１７３、２０４页。
约翰·克罗·兰色姆：《新批评》，第１９３—

１９４、１９８—１９９页。
约翰·克罗·兰色姆： 《新批评》，第１７９、

１９３—１９４页。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作为形式特性论，大致
相通，而在与此相关的功能论尤其在对语言

形式不同功能之间关系的认知上，中与西就

开始产生差异了，并由此产生作为文学作品

的 “文”与ｔｅｘｔ论的差异。

其一，我们古人有关 “声” “象” “事”

“义”的 “体用”论，对于全面认识文学语言

的形式功能等有重要启示。兰色姆只是分析
“语言具有语义和语音的双重属性”，没有进

一步分析 “语义”其实也具有不同的表达功
能，比如他强调的 “意象”和没有强调的
“叙事”其实体现的也是 “语义”的基本功

能。而我们古人对语言的多重功能则有不少

分析，在这方面，清人黄承吉对 “文”作了

全面辨析： “夫 ‘文’之在德者，道之 ‘体’

也；其为 ‘象’为 ‘事’为 ‘礼’为 ‘声’

为 ‘辞’者，道 之 ‘用’也。道 之 ‘体’

‘用’，天地之 ‘体’ ‘用’也， ‘体’全而后

散为 ‘用’， ‘用’缺一则无以全乎 ‘体’”，

“夫 ‘文’一而已矣，而所以言者不一，要之
皆为天地之 ‘文’而 已 矣 …… ‘德’者，

‘体’也，所谓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

圣人同忧’者也； ‘象’ ‘事’ ‘礼’ ‘声’

‘辞’五者， ‘用’也，乃圣人必发天地所藏

之用而为之者……天地藏其 ‘用’而圣人必

发其 ‘用’，则此 ‘象’ ‘事’ ‘礼’ ‘声’

‘辞’五者，缺一不能全其 ‘用’，即缺一不

能全其 ‘体’也”——— “文”以 “道 （德）”

为 “体”，以 “象”“事”“礼”“声”“辞”为
“用”———这种包含五 “用”的作为广义的集

合名词的 “文”，又正可与西语跟ｃｕｌｔｕｒｅ同

义、跟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同源的ｌｉｔｅｒａｃｙ互训、互译，

皆指今之所谓广义的 “文明”“文化”。

黄承吉还强调了 “辞”在五 “用”中的特

殊地位：“五者之 ‘文’又莫大于 ‘辞’矣”，

“‘德’者，‘体’之全，而 ‘辞’者，‘用’之

全…… ‘德’为 ‘体’而五者为 ‘用’，若析

而论之，则 ‘辞’又为 ‘德’ ‘象’ ‘事’

‘礼’‘声’五者之 ‘大用’”，何以然？黄承
吉的解释是： “夫六经之所以载 ‘德’者，

‘辞’也，《易》主于 ‘象’，《书》与 《春秋》

主于 ‘事’，《礼》主于 ‘礼’，《诗》与 《乐》

主于 ‘声’，而皆非 ‘辞’不明，则 ‘辞’乃

统乎六经”———撇开 《礼》不论， “辞 （语

言）”可以 “明” 《易》之 “象”、 《书》与
《春秋》之 “事”、 《诗》与 《乐》之 “声”。

黄承吉对 “辞”在 “文”即今天所谓的广义

文明、文化中 “大用”的认知，是符合现代

相关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的：人类创造了很

多文化形式，而 “语言 （辞）”在众多文化

形式中处于特别重要地位，比如西人就把文
字的发明和使用，视作人类告别 “史前时代”

而进入 “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黄承吉对
“辞”之 “文”的描述是：“曰 ‘文’言，曰其

旨远其辞 ‘文’，曰言身之 ‘文’也，曰多
‘文’以为富———凡此之言 ‘文’者，则 ‘辞’

之 ‘文’也”，“夫惟变态，故天地之 ‘文’之

未形者，必赖之以形……天地之周乎事物而使

人心风俗相系于无穷者，正以人竞为文，乃以

日濬圣言而不辍，不啻为绘色而摹声也……

《左传》载仲尼曰： ‘盖志有之，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盖言不文

则志不达而行不远……言苟无华，则辞必不

达，即夫子所谓 ‘文以足言’者，不文则言

且不足，而何达之有也？”黄承吉还对 “象”

作了描述：“夫 ‘象’何以谓之用象者？万物

之形象也。孔氏 《易系辞正义》谓 ‘形虽处

于道器两畔然不在道而在器’，其言至当，故

曰：天垂象圣人象之，则亦圣人之用也”。

《文心雕龙》之 《原道》描写了自然之 “文”

的两类基本形态：“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

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

其无文欤！” 《情采》篇有云： “故立文之道，

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

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

成黼黻，五音比而成 《韶》 《夏》，五情发而

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形立则章成”

者，“形文”也， “声发则文生”者， “声文”

也；而 “辞”能 “绘色”或摹象，故能成
“形文”； “辞”能 “摹声”，故亦能成 “声
文”———在语言的表达功能这一基础性层面

上并与西方比照，黄承吉、刘勰这些论述的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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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可以得到充分揭示。

其二，钱锺书对刘勰所论 “形文—声

文— 情 文 ” 与 西 人 Ｅｚｒａ　Ｐｏｕｎｄ 所 论

Ｐｈａｎｏｐｏｅｉａ－Ｍｅｌｏｐｏｅｉａ－Ｌｏｇｏｐｏｅｉａ 所 作 比 照，

对于全面认识诗歌语言形式功能有重要启示：

“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文字有声，诗

得之为调为律；文字有义，诗得之以侔色揣

称，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为意为情”，

“好咏歌者，则论诗当如乐；好雕绘者，则论

诗当如画”。① “Ｅｚｒａ　Ｐｏｕ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ｂｅ　ｃｈａｒ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ｂｙ
ｔｈｒ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ｂｅ　ｉｔ　ｆｉｘｅｄ　ｏｒ　ｍｏｖｉｎｇ，

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ｉｓ　ｐｈａｎｏｐｏｅ－
ｉａ”———这可与 “形文”互训； “（ｂ）ｂｙ　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ｏｒ

ｒｈｙｔｈｍ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ｅｌｏｐｏｅｉａ”② ———

这可与 “声文”互训。“文字有声，诗得之为

调为律”，故 《诗》与 《乐》皆可主于 “声”

或 “声文”；但是， 《乐》之所主 “声文”为
“乐音”（ｍｕｓｉｃ－ｓｏｕｎｄ），而 《诗》之所主 “声
文”则为 “语音” （ｖｅｒｂａｌ－ｓｏｕｎｄ）。 “文字有

义，诗得 之 以 侔 色 揣 称，为 象 为 藻”，故
《诗》亦可摹拟 《易》之 “象”或 “形文”，

当然，也可以 “揣称”而 “直言”其理；新

批评有所谓 “语象” （ｖｅｒｂａｌｉｃｏｎ），此语乃

ｖｅｒｂａｌ（意为 “言辞的”）与ｉｃｏｎ （意为 “画

像”）之合成词，突出了ｉｃｏｎ或ｉｍａｇｅ的
“语言性”。以此来看， 《易》之所主 “形文”

乃是一般意义上的ｉｃｏｎ或ｉｍａｇｅ，而 《诗》之
所主 “形文”则为ｖｅｒｂａｌ－ｉｃｏｎ即 “语象”。诗

歌这种由语义构造的 “象”需要通过阅读者

的心理想象才能呈现出来，并非直接诉诸人

的视觉，而 《易》之卦象、一般所谓造型艺

术的形式则直接诉诸人的视觉。

讨论作为更大语言单位的文学作品的

“文”、ｔｅｘｔ的形式功能，并不能局限在字词这

种小的语言单位，汉语诗歌及其格律整体性

的 “语音特征”就不是通过单个汉字体现出

来的，而是通过 “足够的数量”的汉字组织
一并体现出来的，其中，即使纯粹 “象形”

的汉字的语音在构造和谐格律形式中也同样

发挥作用。钱锺书强调：“惟谓中国文字多象

形会意，故中国诗文最工刻画物象，则稚 之

见矣”。③ 中国诗文具有丰富的意象，与汉字

之 “象形”并无直接关联，而与 “文字有义”

即语义可以 “构象”有关；同样，对汉字
“象形”过分夸大者往往忽视了：汉字之声在

诗歌语音结构中同样发挥作用，在语义之
“构象”、语音之 “成音”功能上，汉字与西

方拼音文字并无大不同。

经过以上比照和梳理可知：兰色姆所谓
“语言具有语义和语音的双重属性”，既适

用于西语，也适用于汉语，而兰色姆没有

进一步辨析的是：语义还具有 “直言其理”

“构象” “叙事”功能，我们古人所说的
“声”“义” “象” “事”大抵可以概括文学

语言的四种基本表达功能。今天一般又将

所谓 “文学”分为 “抒情性文学”与 “叙

事性文学”两大类，而 “叙事”也是 “辞”

或语义的一种表达功能———这就是黄承吉所

谓的 “《书》与 《春秋》主于 ‘事’”而
“非 ‘辞’不明”。从中国古代文学史看，一

般把 “抒情性文学”的源泉追溯到 《诗》，而

把 “叙事性文学”源头追溯到 《书》尤其
《春秋》。 “析而论之”，直言其理不是 “文”

或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狭义的 “文”或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独

特表达功能方式是 “声” “象” “事”，即寓
“理”于 “声”“象”“事”之中而不直言。因

此，“成音”“构象”“叙事” “直言其理”大

抵可以概括文学语言的基本表达方式及其功

能，而古今中外基本文学观念的差异，主要

不在于是否认识到这四种表达功能，而在于

如何认识这四种表达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而

又关乎如何认识文学作品与人、世界的关系

这一本体论问题。

·１８·

“文—肌理”与 “ｔｅｘｔ－ｔｅｘｔｕｒｅ”之比照

①

②

③

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年，第４２页。

Ｊ．Ａ．Ｃｕｄｄｏｎ，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ｒｍｓ，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ｒé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７９，ｐｐ．３６９－３７０．
钱锺书：《谈艺录》，第４２页。



五、体用之 “合”而 “全”：
中西文学作品论的语言本体论比照

以上对 “文—文理 （肌理）”与ｔｅｘｔ－ｔｅｘ－
ｔｕｒｅ或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从词源学、文字

涵义演变史等角度所作较为细致的比照、辨

析，首先揭示了中西相关理论具有 “可通约

性”从而可以概括出文学作品论 “通用性”

的理论基础，而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

揭示标榜ｔｅｘｔ、ｔｅｘｔｕ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的西方现

代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作品论的
“历史性”：狭义的 “文学”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或
“纯文学” （ｆｉｎ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这其实

就强调了纯文学观念的 “历史性”；形式主义

标榜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新批评标榜ｔｅｘｔｕｒｅ，这些

理念又集中体现在对不同于ｗｏｒｋ的ｔｅｘｔ的强

调上：“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ｔｏ　ｂｅ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ｔｈａｔ　ｉｓ，ａ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ｗｈｏｓｅ　ｆｏｒｍ

ｉ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ｕｍ．Ｆｒｅｎｃｈ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ｄ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ｂｙ　ｃｏｎｃｅｉｖｉｎｇ　ｉｔ　ｔｏ　ｂｅ　ｎｏｔ　ａ
‘ｗｏｒｋ’，ｂｕｔ　ａｎ　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ｅｘｔ”①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ｋ本来皆指ｗｒｉｔｉｎｇ，而法国结构主义批评

在表述上用ｔｅｘｔ取代ｗｏｒｋ，体现一种特定的

作品观念：强调作品的 “非个人化” （ｉｍ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特性，切断作品与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的

关联———与此相关的ｔｅｘｔｕ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等

关键词也大抵体现了这种作品观———而只有

从语言的形式与功能、语言作品与人、世界

的关系这种语言本体论角度，才能对这种作
品观作进一步辨析。

兰色姆指出：“语言具有语义和语音的双

重属性，前一种属性是在语言比较固定的常

规下对语言外物体的指涉”：② “语义”功能是
“对语言外物体的指涉”，是一种 “外指性”

功能，而诗歌语音结构则具有 “内指性”功

能，ｔｅｘｔｕｒｅ标示的就是这种内指性功能———

兰色姆所谓的 “语义”还只是指其 “直言其

理”的表达功能，而后来的结构主义叙事学

还强调语义的 “叙事功能”及其产物ｔｅｘｔ结

构也具有 “内指性”———这切断了ｔｅｘｔ与语

言之外的物体或 “世界”的关联；兰色姆还认

为，说诗歌语音的效果 “‘富于表现力’……几

乎全是谬论”③ ———这实际上也切断了ｔｅｘｔ与

人及其情感的关联，结构主义的 “非个人化”

等同样如此———这就通过ｔｅｘｔ的 “形式”特

性与 “功 能”特 性 或 “用”相 “离”相
“分 ”， 使 ｔｅｘｔ 与 “体 ” 相 “离 ” 相
“分”———而 我 们 古 人 的 体 用 之 “合”而
“全”的理念，对此有纠偏之用。

其一，“内容—形式”是西方文学作品论

的基本分析框架，并且实际上也是我们现在

许多通行的文学通论教材中作品论的基本框

架，这种框架实际上先预设两者之 “分”，然

后再试图使两者相 “合”，并最终很难超越
“内容—形式”二元论；而我们古人与之相关

的分析框架是 “体—用”，不停留于 “形式”

特性，而进一步强调文学语言形式之 “用”

即 “功能”，并且不仅强调 “体”与 “用”之

间相合，而且还强调语言多种不同 “用”之

间相合———这是 “内容—形式”二元框架所

无法涵盖的，并有助于真正超越 “内容—形

式”二元论。

总体来说，新批评的ｔｅｘｔｕｒｅ论、形式主

义的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论、结构主义的ｔｅｘｔ论的出

发点是试图对西方传统文论的 “内容—形式”

二元论有所超越，比如形式主义者会强调ｌｉｔｅ－
ｒａｒｉｎｅｓｓ不仅关乎 “形式”，同时也关乎 “内

容”；“人物” “情节” “故事”等在传统文论

中被认为关乎 “内容”因素，而结构主义叙

事学强调这些同时也是叙事结构性的 “形式”

因素———这些说法的语言学基础是索绪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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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能指”论， “所指”关乎传统文论所
谓的 “内容”，“内容”往往关乎语言 “外部”

的人、世界，而 “能指”则只是语言 “内部”

形式结构要素———正是由于切断了与语言之

外的人、世界的关联，新批评等其实最终并

未能真正超越 “内容—形式”二元论。兰色

姆提出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ｅｘｔｕｒｅ论还是想超越 “内

容—形式”二元论的，但是，韦勒克分析指

出，这种新的二分法 “已经有人称之为古代

形式—内容两重性说的复活而且甚至被视为
重新陷入诗歌是装饰的观点：形象、比喻，

凡此种种美化了理性的或道德的内容”，① 而

作为ｔｅｘｔｕｒｅ的诗歌的格律等同样也可能只是

一种 “装饰”———这涉及的问题是：形象、

比喻、格律等关乎的究竟只是 “形式”特性，

还是同时还关乎 “功能”特性。兰色姆的一

些论述似乎把形象、比喻等视作与ｔｅｘｔｕｒｅ有

关，但没有那么明确、断定，而强调诗歌格

律属于ｔｅｘｔｕｒｅ则是非常确定的。其原因在

于：形象、比喻等虽然不同于 “直言其理”

的方式，但毕竟也是 “语义”的 “构象”功

能，而 “语音”或格律则与 “语义”没有直

接关联，因而是更纯粹的ｔｅｘｔｕｒｅ，由于把诗

歌语音效果 “富于表现力”的说法看作 “几

乎全是谬论”，兰色姆实际上就否定了语音、

格律形式具有 “表现”功能，格律的ｔｅｘｔｕｒｅ
也就只是一种 “形式”特性而非 “功能”特

性，最终，兰色姆并未对诗歌的 “声音与意

义”这一关键性问题作出很好的解答———而
我们古人的 “声情”说则对此作了很好的

解答。

如果说 “成音”的 “文理 （肌理）”还

只是强调 “形式”特性的话，那么， “声情”

强调的就是 “功能”特性，与之相对，古人

把 “语义”之 “直言”方式所表达之情称作
“辞情”。若用西人 “内容—形式”框架分析
“声情”，则 “情”为 “内容”， “声”为 “形

式”；而我们古人则用 “体—用”来分析 “声

情”，如清人乔亿 《剑溪说诗》② 有云： “性
情，诗之体；音节，诗之用。” “体—用”框

架强调的是 “声 （音节）”之 “用”即 “功

能”特性，而非仅仅强调 “声”之 “形式”

及其特性，涉及的基本问题就是：语言篇章
声音结构的 “形式”特性与 “功能”特性之
间的关系———从逻辑上讲，声音结构具有和
谐成文的 “形式”特性，乃是其具有表现情
感的 “功能”特性的 “必要”条件，但非
“充分”条件：通常的说理文 “声不成文”，

其语音结构不具有和谐的 “形式”特性，因
而不具有情感表现力这种 “功能”特性；而
一些语言篇章如中药汤头歌、宗教教义宣传
诗等具有和谐语音结构这种 “形式”特性，

往往也不具有 “声情”即表现情感的 “功能”

特性———这类语言篇章也具有声音格律的ｔｅｘ－
ｔｕｒｅ或 “肌理”，但不具有 “声情”功能，因
而总体来说这种声音格律的ｔｅｘｔｕｒｅ或 “肌
理”就只是一种 “装饰”———与之相比，对
于具有情感表现力或声情的诗歌作品来说，

其和谐语音结构就不只是 “装饰”。
“声情”说堪称对语言活动中 “形式”与

“意义”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的 “中国式解
答”：语言并非单纯的 “声音”符号，同时也
是 “语义”符号，所以，诗歌作品中也总存
在一定的 “辞情”，因此，这就还涉及 “声
情”与 “辞情”的统一———但这并非作为格
律的 “形式”与作为语义的 “内容”之间的
关系，而是语言两种不同表达功能之间的关
系，因为如果说 “辞情”是诗歌的 “内容”

的话，那么， “声情”同样也是诗歌表达的
“内 容”或 “意 义”。兰 色 姆 标 榜 语 音 的

ｔｅｘｔｕｒｅ是为了突出诗歌ｔｅｘｔ不同于科学、逻
辑文本的独特性，但是，仅仅停留于ｔｅｘｔｕｒｅ
这种 “形式”特性，恰恰无助于充分揭示其
在人类语言产品世界的独特性及其人文价

值，而 “声情”说则在 “功能”特性上更为
充分地揭示了这种独特性及其人文价值：
“声情”是通过诗歌 “成音”的客观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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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特性表现出来的，或者说 “声情”标示
的就是诗歌ｔｅｘｔ的和谐语音结构形式本身所

固有的 “功能”特性，因而， “声情”就并

非形式主义所反对的 “个人化”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的纯粹主观之情，也非新批评理论家维姆萨

特、比尔兹利所反对的作者误置的 “感情”

或 “意图”。①

因此， “声情”也是一种 “意义”，却不

同于语义所表达的那种 “意义”即 “辞情”，

这就涉及两个层次的统一：首先是 “声”与
“情”或诗歌语音 “形式”特性与 “功能”特

性的统一；其次是作为两种不同 “意义”的
“声情”与 “辞情”的统一。从文学经验现实

看，一些语言篇章如中药汤头歌等是具有语

音的ｔｅｘｔｕｒｅ这种 “形式”特性的，但却不具

有表现情感的 “功能”特性，这种ｔｅｘｔｕｒｅ相

对而言主要是为 “语义”信息服务的并因而

只是一种 “装饰”。这是兰色姆不愿看到的，

而恰恰是兰色姆所反对的具有 “表现力”的

和谐语音结构即 “声情”，作为诗歌语音 “形
式”和 “功能”统一而形成的独特 “意义”，

才使诗歌ｔｅｘｔｕｒｅ不再只是为语义所表达的
“意义”服务的单纯手段或 “装饰”，从而使

诗歌获得不同于科学、逻辑文本的独特的人

文价值②———这分析的是诗歌 “成音”的形式

功能特性，同样适用于分析语义 “构象” “叙

事”的形式功能特性，兹不多论。

其二，文学语言作品 （“文”、ｔｅｘｔ、ｌｉｔｅｒ－
ａｔｕｒｅ）世界，是人类在自身心理世界与外在
世界之间建立起来的文化符号世界，而新批

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相同的倾向是：为

保持ｔｅｘｔ的独立自足性或兰色姆所谓的本体

性而切断ｔｅｘｔ与人的内在心理世界、外在世

界的关联———我们古人的文学体用和合论则

强调这些关联，并强调一 “体”而多 “用”：

“用”“全”而 “体”方得以 “全”，只有充分

全面发挥语言的 “声”“象”“事”“义”等多

重功能，文学作品才能在人与世界之间建立

起多重丰富关联，只有这种 “用”之 “全”，

才能使人与世界真正达到 “合”。

人类各民族语言首先皆具有语义与语音

两种属性，语音具有 “成音”功能，语义具
有 “直言其理 （狭义的语义功能）” “构象”
“叙事”功能。一切语言产品皆是由较小的语
言单位组构成较大的语言单位，字词组构成
句，句组构成篇章等，而一般把语言篇章分
成抒情文、叙事文、说理文三类，并把说理
文排除在狭义 “文学”之外———联系地看，

说理文只是发挥了 “语义”的 “直言其理”

的功能，叙事文还发挥了 “语义”的 “叙事”

功能，而诗歌的 “抒情”功能又主要是通过
“语音”之 “成音”、“语义”之 “构象”功能
体现出来的。再进一步细分，语义所构之象
又可分为 “人物形象”与 “物象”，而当今作
为强势文学体裁的小说主要发挥的就是语义

的 “构象 （塑造人物形象）”与 “叙事 （讲
故事）”功能———中与西在这方面的认知并
无大的不同，不同处在对这四种功能之间关
系的认知上：西方近代以来的 “纯文学”观，

是通过贬低语义 “直言其理”的功能建构起
来的，而 “纯诗”派过分抬高语言之 “声”

的象征功能，“意象”派则过分抬高语义所构
造的 “象”的象征功能———总之，皆存在强
调语言四种表达功能之 “离”而 “分”的倾
向，而我们古人的一 “体”多 “用”论则强
调 “合”而 “全”。

黄承吉指出： “‘辞’又为 ‘德’ ‘象’
‘事’‘礼’ ‘声’五者之 ‘大用’”， “‘体’

全而后散为 ‘用’， ‘用’缺一则无以全乎
‘体’”——— “用”全则 “体”方得以 “全”。

宋儒吕祖谦 《春秋左氏博议》卷１３提出 《诗》

为 “全经”说：“天下之人，不以理视经，而
以经视经，刳剔离析、雕缋疏凿之变多，而
天下无 ‘全经’矣”， “天理之未凿者，尚有
此存，是固匹夫匹妇胸中之 ‘全经’也。遽
取而列诸书易礼乐春秋之间，并数而谓之六
经”， “圣人之意盖将举匹夫匹妇胸中之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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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以救天下破裂不全之经”， “圣人欲以
《诗》之平易而救五经之支离也，孰知后世反

以五经之支离而变诗之平易乎？”从六经看，

“《易》主于 ‘象’， 《书》与 《春秋》主于
‘事’，《礼》主于 ‘礼’，《诗》与 《乐》主于
‘声’，而皆非 ‘辞’不明，则 ‘辞’乃统乎

六经”———从 “辞 （语言）”的表达功能看，

六经之辞皆有 “直言其理”和 “叙事”功能
（《诗》中也有 “叙事诗”），而 《诗》之辞还

兼具 “构象”“成音”功能；再从相关符号形
式的表达功能看，《易》所主之 “象”是诉诸

视觉的 “卦象”，后世所谓视觉艺术也是如

此，而 《诗》之辞通过语义也可构造 “象”，

后世 “诗中有画”之论就揭示了诗歌语言的
“构象”功能；《乐》所主之 “声”是 “乐音”，

而 《诗》所主之 “声”则是 “语音”，两者
“成音”规则有所不同，而在情感表现性上则

是相通的。总之，其他五经之辞之 “用”是

不全的，而 《诗》之辞之 “用”则是 “全”

的，而 “用”全则 “体”方得以 “全”，故唯
《诗》堪称 “全经”。①

最终，文学语言 “声” “象” “事” “义”

之 “用”之 “合”而 “全”的意义就在于：

文学作品借此在人与世界之间建立起多重丰

富而全面的本体关联———这可以成为中西文

学作品论比照的语言本体论基础。体现中华

文化精神的体用之论，不仅强调 “合 （体用

一如）”，而且也强调 “全”，并且强调只有
“用”全 “体”全，才能真正做到体用和合；

而西方文化则相对强调 “离”而 “分”———

但过分夸大两者之异，也并不符合中西文化

实情，西方思想中当然也有强调 “合”而
“全”之论，中国传统思想中也不乏强调
“离”而 “分”的 “支离”之论。我们今天更

应从动态历史和整体全貌角度，审视西方文

化与文论：在文学作品观上的ｆｉｎ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ｅｘｔ－ｔｅｘｔｕ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之论，割

裂语言 “形式”特性与 “功能”特性之间的

有机联系、把语言 “声” “象” “事”的功能
与 “义”之功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些

倾向潜蕴于西方传统文论之中，但也只是１８

世纪以来才被凸显出来并走向极端的。再从
发展大势看，日渐盛行的生态意识、文化多
元主义等理念，就体现了西方当代思想 “合”

而 “全”的意识正在逐步增强。“圣人之意盖
将举匹夫匹妇胸中之 ‘全经’，以救天下破裂
不全之经”，当今人类文化似也处于 “破裂不
全”状态，而改变这种状态，就首先要有
“合”而 “全”的意识或文化生态意识：对于
某一民族来说，只有充分全面发挥自己语言
“声”“象” “事” “义”之用，才能在自身与
世界之间建构起多重丰富的本体联系；而对
于人类整体来说，只有充分全面发挥各民族
语言之用，才能葆有人类与世界之间本体联
系的丰富性、全面性———语言和文化上的西
方中心论则威胁着这种丰富性、全面性。

〔责任编辑：陈凌霄〕

·５８·

“文—肌理”与 “ｔｅｘｔ－ｔｅｘｔｕｒｅ”之比照

① 参见刘方喜：《“全经”“全人”与中华美学
精神》，《文学遗产》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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